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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隆（1543—1605），字长卿，号赤水、鸿苞居士，浙

江鄞县人。万历五年（1577）中进士，除颍上知县，移青浦。

迁礼部仪制司主事，遭弹劾去官，林居二十载。生平与嘉靖

中叶以降活跃于文坛的后七子集团关系尤为密切，万历六年，

时任颍上知县的他致书隆、万以来主掌文柄的后七子领袖王

世贞自通，与之订交，标志着同该集团发生正式交往，被列

为“末五子”之一，又加盟与后七子集团联系密切而在万历

八年由汪道昆及龙膺在徽州主创的白榆社。作为后七子集团

一名新生代成员，屠隆以其一系列诗文主张包括一再强调“性

灵”说受人关注，在更多研究者眼里，其被视为对七子一派

复古主张作出重大变革甚至脱却其理论径路的一位复古派后

期重要人物。这一看法的合理性，注意到屠隆对复古派诗文

主张的明显变异以及由此呈现的个性特点，但其不足也恰恰

体现在由于突出相互的殊异性，忽略了彼此一种紧密关联性，

加上对他“性灵”说的特征与内涵尚缺乏深细的辨析，这意

味着有必要对其相关论说展开进一步的探析，以求确切和深

入把握之。其中屠隆多所议及的诗学之论，自然成为不能轻

忽的重要部分，基于此，本文以他的诗论为探析重点，旨在

通过相关考察获取更为深切的认知，并期望由此从一个侧面

窥探明代复古派后期诗学观念发展变化之趋向。

一　诗文有别说与反宋诗倾向

考察屠隆诗学之论，首先应注意的是他关于诗歌性质

的界说，这也是辨析其诗学观念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他在《与

友人论诗文》中提出：“诗者非他，人声韵而成诗，以吟咏

写性情者也。” 明确赋予诗以抒写“性情”为本的基本特

性。类似的说法也见于其《唐诗品汇选释断序》：“夫诗由

性情生者也。诗自三百篇而降，作者多矣，乃世人往往好

称唐人，何也？则其所托兴者深也；非独其所托兴者深也，

谓其犹有风人之遗也；非独谓其犹有风人之遗也，则其生

乎性情者也。” 表示说，追溯诗歌之源，《诗经》以抒写“性

情”被尊为典范，定位在“大意主吟咏，抒性情”，唐人诗

歌为世人称道，最根本的一点还在于它们源自“性情”，又

如他所言：“唐人诗虽非三百篇之音，其为主吟咏，抒性情，

则均焉而已。” 意谓唐诗在力主“性情”上取得与《诗经》

等量齐观的同一性。这里，无论是关于《诗经》还是针对

唐诗特点的概要描述，换一个角度看，也正是对以抒情为

本之诗歌基本特性的明晰认定。

屠隆围绕诗主“性情”话题的陈述，以其基本涵义而言，

显然是在重申“诗缘情”这一诗学史上原始而重要的命题，

但这并不为此而减损相关讨论的价值意义，其不仅体现了

论者对诗以抒情为本之基本特性一种执着的维护意识，也

由此引发我们对他这一诗学根本立场的追踪。观屠隆所述，

与诗主“性情”命题紧密关联的乃是他的诗文有别说，如

果说前者主要是对诗歌性质的明确界说，那么后者则是在

此基础上赋予了诗与其他文体相别异的审美上的独特和纯

粹性。其《文论》评议宋诗时，重点论及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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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之诗，尤愚之所未解。古诗多在兴趣，微辞

隐义，有足感人。而宋人多好以诗议论，夫以诗议论，

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诗》三百篇多出于忠臣孝子

之什，及闾阎匹夫匹妇童子之歌谣，大意主吟咏，抒

性情，以风也，固非传综诠次以为篇章者也，是诗之

教也。唐人诗虽非三百篇之音，其为主吟咏，抒性情，

则均焉而已。宋人又好用故实，组织成诗，夫三百篇

亦何故实之有？用故实组织成诗，即奚不为文而为诗

哉？

其由诗文的迥然区隔中标举诗在审美上的独立性质，攻讦

的矛头直指宋人之诗，主要从两个层面分述之：一是以《诗

经》和唐诗“主吟咏，抒性情”的特点，比照宋诗“好用

故实”而组织成诗的缺失。就一般诗家来说，运用故实也

即用典使事，除充实作品内蕴外，无非在于博涉旁搜，标

奇示异，逞炫自身的知识能量。在屠隆看来，诗“以吟咏

写性情”，“固非蒐隐博古，标异出奇，旁通俚俗，以炫耀

恢诡者也”，炫示知识能量绝非诗歌主要任务，根本上违背

它的抒情特性，认为如此“曷不为汲冢竹书、《广成》、《素

问》、《山海经》、《尔雅》、《本草》、《水经》、《齐谐》、《博

物》、《淮南》、《吕览》诸书，何诗之为”？即如《诗经》，

“诚所识鸟兽草木，然不过就其所见，触物而为之，何尝炫

奇标异”（《与友人论诗文》） 。而宋人喜用典使事，无异

于结撰成文，客观上混淆了诗文的文体界限，构成对诗歌

抒情特性的严重消解。二是以古诗重“兴趣”的特点，比

照宋人“好以诗议论”的缺失。作为传统诗学的一个美学

范畴，“兴趣”说早为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标示，

含有两重涵义：既与“情性”相联，即“诗者，吟咏情性

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明示“兴

趣”不能离却“情性”而言之，本质上体现诗歌的抒情特

性；基于此，又要求“言有尽而意无穷”，“语忌直，意忌浅，

脉忌露，味忌短”，在传达上要含而不露，述而不尽，营

造委婉蕴藉、给人以暗示而激发想象的审美效果。屠隆

“兴趣”说的基本意涵显然不出严氏所论，如他论“长于

兴趣”的唐诗，其中谓“述边塞征戍之情，则悽惋悲壮，

畅离别羁旅之怀，则沉痛感慨。即非古诗之流，其于诗

人之兴趣则未失也”（《文论》） ，特别揭出那些“述”“情”

或“畅”“怀”诗篇的情感特征，作为“兴趣”未失的表征，

赋予了“兴趣”一种抒情的内涵。还有他欣赏不乏“兴趣”

的古诗，在于“微辞隐义，有足感人”，也主要是就其委

婉传达、蕴意深长的特点来说的。屠隆以为，宋人突破诗

文界限，好以议论为诗，“读宋而下诗，则闷矣，其调俗，

其味短”（《唐诗品汇选释断序》） ，正是其漠视诗歌抒情

特性及传达艺术的表现，由此超越语言表层而蕴蓄其中的

言外之情味势必为之减损，这也使诗歌的性质发生蜕变。

宋诗喜用典使事与议论化，即逞炫学识及以文为诗的

变化趋势，成为冲击以抒情为本的诗歌基本特性的一种蜕

变性变革，尤其是以文为诗与以议论为诗手法的相随介入，

即直白议论事理包括以事理诠释的特殊方式即“道学之谈”

的理学论语入诗，带来诗歌语言形态某种结构性异动，使

之朝向易于表达和理解的日常或散文语言的形态靠近 。由

于语言更符合直接陈述方式或日常表达习惯，诗中意脉趋

向明晰，自然容易弱化甚至消解诗歌蕴藉婉曲的传达艺术。

可以看出，屠隆诗文有别说及其反宋诗立场，无论是明确

诗歌的抒情特性还是声张诸如“兴趣”的传达艺术，根本

上还在突出诗之基本特性和独立审美性质。

联系七子一派诸成员的诗学主张，上述命题也正为他

们所重视。值得一提的是，成、弘之际“以文章领袖缙绅”、

尤在诗学上对李、何诸子发生启迪性影响的李东阳，其反

复强调的诗文异体说，开启了后者之先声。如曰：“诗与文

同谓之言，亦各有体，而不相乱。”（《匏翁家藏集序》）

辨析诗文在“体”上的殊异。至于诗“体”他概括为：“盖

兼比兴，协音律，言志厉俗，乃其所尚。”（《镜川先生诗集

序》） 而解释其中“兼比兴”，“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

情而为之者也”，以为运用比兴，既在于顾及诗歌“贵情思

而轻事实”的抒情特性，也是为了避免直截述说，制造“言

有尽而意无穷”（《怀麓堂诗话》） 的审美效果。在李、何

诸子那里，关于诗歌基本特性与审美性质的认定，再度成

为辨察的一个焦点，何景明《内篇》曰：

夫诗之道，尚情而有爱；文之道，尚事而有理。

是故召和感情者，诗之道也，慈惠出焉；经德纬事者，

文之道也，礼义出焉。

其主要从文体角度分辨诗文相异的特点，明示“尚情”为

诗歌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有别于“尚事”之文的根本所在。

对此李梦阳的相关阐说更值得注意，他在那篇颇能反映其

诗学核心观念的《缶音序》中，一面说明“夫诗比兴错杂，

假物以神变者也。难言不测之妙，感触突发，流动情思”，

明确诗歌主于“情思”的抒情特性和运用比兴以使“假物

以神变”的传达艺术，这一点显与李东阳所述不无神合之

处；一面排击宋诗“主理作理语”，以为诗“若专作理语，

何不作文而诗为邪” ？又与李东阳诗文异体说相通。在

他看来，基于不同的文体界限，铺陈事理议论的“理语”

或能在文中展述，然切忌在诗中呈露，宋人以“理语”入

诗直述，客观上突破诗文文体之界，即他比较“古诗妙在

形容之耳，所谓水月镜花，所谓人外之人、言外之言”而

指责“宋以后则直陈之矣” 的一番意思。说到底，“主理

作理语”乃宋人以文为诗包括议论化特点的典型表现，呈

现以命意为先的一种“凸现意义” 倾向。这也为后七子

一些成员所指擿，如谢榛提出“诗有辞前意，辞后意”，对

比“唐人兼之，婉而有味，浑而无迹”，感觉“宋人必先命意，

涉于理路，殊无思致” ，显然不啻在比较唐宋诗特征与

品位上的差异，更蕴涵力忌命意为先而造成诗歌“婉而有味”

审美性质沦丧的某种警戒意识。为此他主张诗不可太“切”

的经营原则，“太切则流于宋矣” 。“切”，有切近、切实

之义。不可太”切”，指不能过于着实，直白议论，以免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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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脉直露浅近，重蹈宋诗故辙。这一点，王世贞似乎更有

体会：“严又云诗不必太切，余初疑此言，及读子瞻诗，如‘诗

人老去’、‘孟嘉醉酒’各二联，方知严语之当。又近一老

儒尝咏道士号一鹤者云：‘赤壁横江过，青城被箭归。’使

事非不极亲切，而味之殆如嚼蜡耳。” 严羽言诗不必太切

之论，盖为他在《沧浪诗话·诗法》中所称“不必太着题，

不必多使事”。“着题”指直言题意，“使事”指运用典故事

实，二者时相关联，即“使事”直述所立题意，“着题”又

显现于典故事实的运用中。上述苏氏二诗各两联较为典型，

除高密度用典，还直接道破题意。在王世贞眼里，苏诗作

法包括老儒所咏未免太“切”，过于着实直露，构成对蕴藉

婉曲韵趣的消解，终有味同嚼蜡之感。

总之，将屠隆在诗主“性情”与“兴趣”基础上筑起

的诗文有别说及其秉持的反宋诗倾向，比较李东阳及前后

七子诸成员基于主“情思”、重比兴诗学立场对诗文界域的

分隔，以及对宋人以文为诗、好用典使事以至太“切”之

特征的排击，二者在注重诗以抒情为本的基本特性与以蕴

藉传达为尚的审美性质上多相近似，显示了屠隆对包括七

子一派前驱李东阳在内的复古阵营诸子诗学观念的某种接

续。由上论来看，尽管他的诗文有别说及反宋诗态度并未

超越诸子基本立场而发明之，若曰重在应和其论或许更为

恰当，然正是如此，表明作为复古阵营中的重要一员，他

在对待诗之为诗的根本性问题上，与诸子保持同调，恪守

着他们的原则立场。

二　“禀法于古”与“铸格于心”

在强调诗歌基本特性与审美性质之际，屠隆同时论及

其实现途径。先看他《汪识环先生集叙》论汪氏之作的评语：

先生禀法于古，铸格于心，语离则格合，格离则

气合，气离则神合，其蒐之也博，其研之也精，绳削

宛存，风骨自别，洵近代作家之卓然者邪？

显然，其所秉持的创作准则也现于赏识汪作的意见中，即

既须“禀法于古”，又当“铸格于心”。首先，所谓“禀法

于古”，换一角度来看，其实也是屠隆本人学古意向的自我

表白，强调习学与把握古法的必要性，可以理解为他对于

诗歌创作径路的一种指认。

为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不妨略费文辞，先对七子

一派诸成员有关法度论说稍作陈述。说起来，诸子之间

在如何循守法度的理解上虽有一些差异，但这并未影响

他们操持法度而以此为学古一条规范径路的基本立场。

前七子中李、何围绕法度之争甚为典型，无需赘言，还

演变成了文学史上广为人知的一场论辩，尽管如此，二

人都认可从古典文本中体认相关作法。且不说独重“先法”

的李梦阳，揭出古作“大抵前疏者后必密，半阔者半必细，

一实者必一虚，叠景者意必二” ，已在概括“先法”的

基本特征，就是排击他“独守尺寸”的何景明，不仅谓

“诗文有不可易之法”，即“辞断而意属，联类而比物”，

且以为“上考古圣立言，中征秦汉绪论，下采魏晋声诗，

莫之有易也” ，认定其法见之于“古圣”著论直至魏晋

诗歌中。鉴于注重古典文本的法度体认，“体”与“法”的

关联得以加强，这就是尊尚古作的具象体格或体式以为体

现古法的基本量度。如李梦阳声称“夫追古者，未有不先

其体者也” ，视尚古“体”以求合“法”为学古一项基

本要求，为此还指擿何景明诗“乖于先法”的纰漏。又

如王廷相论诗，以为“古人之作，莫不有体”，故而强调

“诗贵辨体” 。徐祯卿则表示，“诗贵先合度，而后工拙，

纵横格轨，各具风雅”，至于何为“合度”或循乎“格轨”，

他举例释之：“繁钦《定情》，本之郑、卫；‘生年不满百’，

出自《唐风》；王粲《从军》，得之二《雅》；张衡《同声》，

亦合《关雎》。诸诗固自有工丑，然而并驱者，托之轨度

也。” 也无非要说明，各诗例皆本自《诗经》诸篇，在体

格或体式上与之相合，遂有一定“轨度”可寻。

较之李、何诸子，后七子中尤其是李攀龙、王世贞，

严求法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语法而文，声法而诗”

的重法意识驱使下，一整套更为严细的法度系统得以建构，

其中“体”“法”的联系因此而加强。以个案为例，如在取

法李、杜诗歌问题上，王世贞与谢榛分歧严重，榛声称拟

李、杜长歌要在“摄精夺髓”，将李之“飘逸”和杜之“沉

郁”，“合之为一，入乎浑沦，各塑其像，神存两妙”，却遭

世贞严厉攻讦，所拟也被斥为“丑俗稚钝，一字不通” 。

除却个人意气因素，诗学观念上的差异当最为主要。谢榛

本意在于“学之者不必专一而逼真也” ，欲超越对特定

宗尚对象字句形迹的拘执，从重神理精髓摄取的角度熟习

体会诸家之作以集合众长，这也就是嘉靖年间他与李、王

诸子结社论诗时所称学各家以“夺神气”、“求声调”及“裒

精华”之“三要”，以为“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

谪仙而画少陵也” 。但在王世贞看来，谢榛所拟所论力

主合二为一，与李、杜长歌各自体格或体式殊相乖违，无“法”

而不伦不类。再以时代为例，如李攀龙《选唐诗序》论议

唐五言古诗，作出后为同志王世贞所附和的“唐无五言古诗，

而有其古诗”的断语，殊为典型。味其语意，前“五言古诗”

与后“古诗”不同义，前者指唐五古之外的另一五言古诗

系统，后者则指唐人的五言古诗。为此，他提出如陈子昂“以

其古诗为古诗，弗取也” ，不能接受以唐人五古体格或

体式摹拟外于唐代那一个系统的五言古诗的做法。这意味

着在唐代之外的“五言古诗”与唐人“古诗”之间划出一

道正宗和非正宗的界线，前者不外乎指为前后七子诸成员

习学古体所重的汉魏五言古诗系统 。李攀龙如是说，用

许学夷的话来讲，当是因为子昂所为“终是唐人古诗，非

汉魏古诗也” 。概言之，李攀龙及其同志王世贞对于五

言古诗系统的分辨，主要还在于树立五古正宗之“体”，以

求得“法”之所据。

再回到屠隆所论，如前述，所谓“禀法于古”，实在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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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学古循法的诗歌创作径路，说明在此他和诸子的立场并

无扞格，倾向古典文本的法度体认。而其评骘其他诗友作

品，也一再以法度相铨衡，如论休宁人汪淮古近体诗，“法

无不比，律无不中，神无不传，情无不充” 。淮之于诗，

王世贞序其诗集而亦称“能程则古昔不倍格” ，参比其言，

屠隆许以“法无不比”，当非虚饰之语，乃敏锐揭出汪诗不

失古法的特点，这也由一端表明其重诗法的立场。又他序

胡应麟《少室山房稿》而评其诗，其中曰：

《十九首》如洞庭、云门，千秋寥寥，用其语则

袭，不用其语则远，作者为短气罢尔。元瑞独奋而嗣

响，不袭不远，庶几古人典刑。曹氏父子以下，取法

而裁，匠心而运，诣妙境矣。而尤长于五、七言近体，

无音不亮，无思不沉，无体不厚，无骨不劲，无韵不飘，

无法不比。

所论涉及胡古近体诗的运法，就习学五古经典《古诗十九首》

而言，如果说“袭”这一机械的做法固然未为屠隆所认可，

他称胡诗“不袭”，主要也就其避免蹈袭一端来说的；那么

“远”即违背古法而远之，在他看来同样不足取，认为胡诗

“不远”，就是说它们未远离古法，终有“古人典刑”。而谓

于曹操父子以下古诗“取法而裁”及五七言近体“无法不比”

云云，也要在彰显胡诗对古法的依循。由此他质疑无法可

据的“杜撰”，则为重法度体认的另一表述，如主张为诗之

道“新不欲杜撰，旧不欲剿袭”。不可滞泥“剿袭”，并不

意味可以任意“杜撰”，这主要是由于后者虽自创生新，却

易罔顾古法而为之，不可不予戒忌，借用他阐释为文之道

的一席话来说，“杜撰而都无意趣，乃忌自创；摹古而不损

神采，乃贵古法” 。

尽管在对待古典文本的法度体认上屠隆与七子一派诸

成员立场相近，但并不代表他们在体认方式上意见完全一

致，差异主要来自对“体”“法”关系的不同看法。隆在《论

诗文》中论及诗曰：

杜撰则离，离则非超脱之谓，格虽自创，神契古

人，则体离而意未尝不合；程古则合，合非摹拟之谓，

字句虽因，神情不傅，则体合而意未尝不离。

假如说“体”作为具象体格或体式的指称，主要被看成是

诗歌外在显表的“字句”布置，那么“意”显然被认为是

其内在深层的“神”或“神情”的凝聚。关于后者，屠隆

一再予以强调，如谓“夫诗者，神来”，“士不务神而务工，

诗刻画斧藻，肌理粗具，气骨索然，终不诣化境”（《王茂

大修竹亭稿序》） ，说明“神”或“神情”终究是诗歌

灵魂之所在，也是诗人需要着力之处。“体”“意”的关

系处理，攸关法度体认方式的认知，如用“离”“合”关

系来表示，应当“离”而“合”之，或曰“合”而“离”

之。“离”非曰脱离法度而为之，即“非超脱之谓”，旨在

超乎对古典文本具象体格或体式的忠实仿拟；“合”也非

谓字摹句仿以因袭古体，即“非摹拟之谓”，旨在获求与

古典文本的神情契合。要言之，须“体”离“意”合，不

可“意”离“体”合。这显然弱化了诸子所强调的“体”

“法”关系的紧密性，用屠隆更直接一点的话来说，“止

要有古法，不必拘其何体” 。稍需说明的是，虽尊尚古

“体”以求合“法”在七子一派内部获得不少成员认同，但

如此决不意味他们认可字摹句仿的蹈袭，因为再僵板不化

的崇古论者，也不至于承认步趋古人而无求自我变化的合

理性。然以古体为尊的“追古”原则与力避摹仿的主观意

愿之间往往难以达成兼顾的平衡，理论意义上的期望未必

真正能在创作实践中落实。屠隆在注重古典文本法度体认

的同时，要求超越对古作体格或体式的忠实摹仿，消释“体”

“法”关系的紧密性，究其因，与他基于反思立场检视诸子

所为及其影响显然有关。如于李、何“锐志复古”，虽他以

曾“再造乾坤手段”相许，但也觉察“今人自李、何之后，

文章字句摹仿《史》、《汉》” 的负面效应，以为“近代后

生”慕而仿效，至“涉猎西京，优孟《左》《史》”，“亦李、

何启之也”，显然，这已是透过学古的影响效应去追究问题

的发生源。他认为，就诸子本身来说，过度拘于古作体格或

体式是主要症结之所在。如谓李攀龙选唐诗“止取其格峭调

响类己者一家货，何其狭也”，“宜其不能选唐诗” 。李编

《古今诗删》，选录自宋、元以外历代各体诗作，计三十四

卷，其中卷十至卷二十二为唐诗。王世贞序是书，谓“于

鳞取其独见而裁之，而遽命之曰删” 。屠隆所称李选录

唐诗衡以“高峭一格”，还属其裁以“独见”所致，归根结

底，出于他对唐人诗歌特定体格的一种偏嗜。但因为拘于

古“体”而剿袭其语，则是屠隆所无法认同，这也难怪他

曾语气激直地指责李攀龙所拟古乐府“全袭旧语，有一篇

之中更三四字，遂掩为己物”，表示断断“不敢以为然”（《与

冯开之》） 。

应该说，对于诸子注重古典文本法度体认的学古基本

策略，屠隆显然给予了明确认同，他所真正质疑的实是基

于“体”“法”紧密关系考量而拘执古作具象体格或体式的

习学方式。为此，与“禀法于古”相对，他又主张所谓“铸

格于心”，一如其在《论诗文》所称，既要“法度师古”，

又能“神采匠心”。这意味着在重视古法型范意义的基础上，

突出了主体心内基础与工夫在体认法度过程中的独特作用，

倾向于法度内向与抽象层面的自我领会，要在寻绎超越古

法具象形制而潜存内中的“神”或“神情”。如前所说，其

实就观念层面而言，重学古而反机械摹仿也本为诸子所持

守，如何景明重在“领会神情”，“不仿形迹”，甚至如谢榛

声称“摄精夺髓”，或谓之“夺神气”云云，人多所悉，如此，

屠隆上述在基本面上更像是在重申一种多为诸子认可的学

古理念。然而，当“追古”而“先其体”的意向越过反摹

仿蹈袭的理性戒忌，显迹于创作实践并激起仿效之风，那

么“领会神情”或者“摄精夺髓”，事实上不过是理想化的

主观意愿或虚弱的理性呼唤而已。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以“铸

格于心”照应“禀法于古”，不能不归结为屠隆在检省诸子

学古实践及其负面效应中所激发的某种警戒与拨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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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铸格于心”与“禀法于古” 的协配方构成完

整的意义链，但它消释诸子所重“体”“法”关系紧密性的

意旨显而易见，突出了“心”“法”之间的关联性 ，将法度

体认着重指向主体的心内基础与工夫。循着这条逻辑脉路

察之，有两方面值得注意，一是重诗人材质或才性，将诗

歌品格的塑造重点归向主体的心内基础。如屠隆提出，声

诗之道“其丰神之增减，大都视其材矣”，“材多则情赡而

思溢，光景无尽；材少则境迫而气窘，精芒易穷”（《冯咸

甫诗草序》） 。这是说，“材”作为诗人才能赋性之本质标

志的重要性，乃在于诗歌“丰神之增减”的品格崇卑受其塑模，

难以改易，或曰“赋材既定，骨格已成，即终身力争，而卒

莫能改其本色，越其故步”（《范太仆集序》） 。所以它也

成为铨衡诗品的一把重要尺度，如隆评友人沈明臣诗，“不

以气伤格，不以格掩材，居然大家”，对比之下，深感“近

世作者或乏长材，则诡而跳诸偏枯，以为险绝，而务掩其

短” 。正是“材”的丰乏之别，基本塑就了诗作不同的

品次。二是重“悟”这一倾向自我体验的主体自觉。如屠

隆曰：“诗道有法昔人，贵在妙悟” 。而他序李言恭《贝

叶斋稿》论诗道与禅家之言通一段话，更是多为人所注意，

其以禅“一旦言下照了，乃彻真境”的彻见，引出诗道神

悟之境：“夫天下之物，何者非神所到，天下之事，何者非

神所办哉？方其凝神此道，万境俱失，及其忽而解悟，万

境俱冥，则诗道成矣。” 如果说，这里的“凝神”不外乎

指敛心以聚凝内在体验的心理活动，那么，由“凝神”而

“解悟”，主要示意的是落实到心内体验而趋向觉悟的一种

跃升过程。在隆看来，“悟”不啻是取决于个人禀赋资性，

还要得之于日常修习工夫，如曰：“古人读书数十年，以全

力而凝神于千秋，今人生平未尝从事，以枵腹而求肖于一旦，

有何怪诗之不古也。”且以为，唐人诗歌中那些看似“常境

常谈”的诗句，究其所以，“非腹有万卷、胸无一尘者不能

办” 。意味“凝神”以“解悟”，乃由渐修而臻于主观认

知的高度跃升，重点指向了主体自足性的内在体悟。

在七子一派范围内，无论是标举诗人之“材”，抑或倾

向“悟”的主体自觉，当然非独为屠隆所声张，尤其是他

所加盟的后七子集团，如王世贞、吴国伦、宗臣、谢榛等

人均曾予以强调，不仅“才”、“才情”、“神才”等概念频

现其各类著论 ，且于“悟”这一指向更为成熟与完善境

界的自觉活动，其同样力予主张 ，从屠隆和该集团关系

密切的角度观之，有理由判断提出上述诗学话语，与他追

随诸子而受其陶冶当不无某种关系。也因如此，所谓“铸

格于心”，着意于体现主体心内基础与工夫之“材”之“悟”，

与其说是翻新别创，倒不如说是在审视诸子诗学指向过程

中，响应其中在他看来更为合理的学古主张而加以标示。

重视才性和体悟途径，无疑反映了诸子对于创作者主体性

的一种关怀，在注意古典文本法度体认的同时，要求发挥

创作者才性和倾重自我体悟以免全然受古法拘制的目的不

言自明。屠隆于“材”与“悟”的强调，循依 “铸格于心”

的逻辑脉路，同他所标称的“禀法于古”相辅而立；换言

之，在强调古法之际，同样表达了维护创作者主体性的立

场，这一点和诸子重才性重体悟的大旨不二。但如此的类

比，似乎尚不足以完全说明其蕴意所在，联系以上他针对

前后七子成员摹拟之失和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所展开的批

评，在一定意义上，如前所述，将它视为因此激发的某种

警戒与拨正意识，也许不失为一种更加合理的解释，更能

看出其特别寓意之所在。

三　“性灵”说特征及其意涵的检讨

作为屠隆诗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性灵”一词屡见于

他的著论，考察其本人诗学观念，自然无法忽略于此。“性

灵”之概念的运用由来已久，不同对象基于不同的领域与

视角，对其具体蕴意的诠释不尽相同，对此研究者在梳理

和辨析这一概念的本义以及历史渊源时述之已详，不必赘

言 。虽然“性灵”说并非屠隆首创，确切地说，是他借

助历史的话语来声明个人的诗学主张，然其一再述及，事

实上成为他诗论一个显著的标识。

探察屠隆“性灵”说的特征，首先一点，应注意它与

“性情”之义的关联。在《诗选》中他提出，“夫诗者，宣

郁导滞，畅性发灵” 。谓“宣郁导滞”，主要还是就抒

发作者性情一端来说的，如唐人诗歌被屠隆看作在“主吟

咏，抒性情”上足与《诗经》相媲美，特别是他所标举的

“述边塞征戍之情，则悽惋悲壮，畅离别羁旅之怀，则沉

痛感慨”那些“述”“情”或“畅”“怀”的发舒性情之篇，

自是“宣郁导滞”的产物。以“畅性发灵”与之并置而论，

赋予了“性灵”和“性情”相纽结的情感内蕴，这一点也

合乎屠隆对诗以抒情为本基本特性的认定。但这么说，并

不代表它和“性情”完全等义，其被专门标立，自当与“性

情”有所区别，而从屠隆的相关述说中实也不难品出二者

的微妙差异。如果说“性情”多少还表示相对宽泛的情感

指向，那么“性灵”则更多被赋予一种本真意义上的情性

特征。如他为凌东周所撰墓志，称许墓主诗“不若雕饰，

天质自然，畅于性灵，洽于玄赏” ，即将“性灵”指向

屏除人为“雕饰”的“天质自然”的本然呈露。为此，屠

隆又特别标举“适”这一概念，以与“性灵”相应，如曰“诗

有万品，要之乎适矣”（《旧集自叙》） ，“诗取适性灵而止”

（《寿黄翁七十序》） 。所谓“适”，本义有适从、顺应之意，

也表示在顺适的情势下臻于安闲自在的一种精神境域。“取

适性灵”，其旨在顺适一己本真之情性，而达自然无碍的本

然呈露，故或谓之“各写情性，不失本来” ，诗的性质

或任务即在乎此，诗人由抒写一己本真之情性，而在精神

上趋向自在自得的至“适”境地。如此，重“性灵”表现，

不啻是屠隆基于力主“性情”而强调诗歌抒情特性的诗学

立场，也更应当视之为该立场的一种强化宣示。

屠隆“性灵”说的另一特征，乃涉及诗歌审美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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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他在《论诗文》中说，“诗道之所为贵者，在体物

肖形，传神写意，妙入玄中，理超象外，镜花水月，流霞

回风”，紧接此后，他“摘赏”历朝诗家“篇什”以明其意，

最后归纳所摘诗例“各极才品，各写性灵，意致虽殊，妙

境则一” 。在此，诗歌之“所为贵者”，“各极才品，各

写性灵”至为重要。其中如“理超象外”，早在三国时代，

荀粲之兄曾以《易》中“圣人立象以尽意”说难之，粲则

以“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作为解答，认为“今称立

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主张“通于意外”求取“象

外之意” ，即超越具体物象觅求“理之微者”或含藏之

“意”。这一观念延伸至诗学领域，就有诸如晚唐司空图论

诗强调“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与极浦书》）及“韵外之

致”、“味外之旨”（《与李生论诗书》），将诗人关注的焦点

引向物象之外世界，由诗的字面空间拓展出象外的想象空

间 。谓“理超象外”，当是要求诗歌体现超乎具体物象而

潜含在象外世界的一种““韵外之致”或“味外之旨”。又

如“镜花水月”，语出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以“水中之月，

镜中之象（一本‘象’作‘花’）”形容盛唐诗歌“惟在兴

趣”的比喻，其意自然在推尚“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

效果。总之，二者实是对诗歌审美性质的一种描述，是对

诗歌超越物象或言语的象外或言外趣味韵致的着意。如此

也就能理解，屠隆在《诗选》中基于诗“宣郁导滞，畅性

发灵”的特性，表示以所谓“理足趣长”的标准选摘“古

今灵人寂士”之作的理由，说到底，还与他注重意味深长、

以暗示方式而激发想象的诗歌蕴藉传达艺术的审美倾向有

关，只是在此他进而把这一问题同“性灵”表现联系起来；

换言之，“取适性灵”不仅是呈现诗人自我本真之情性，且

要求在审美上体现超乎具体物象或言语的趣味韵致。这也

是为“畅性发灵”那样除却人为“雕饰”的本初情性之自

然呈露而更需越出物象或言语拘缚以助深细品味的“性灵”

之特征所决定的。应该补充一点的是，联系屠隆以“铸格

于心”照应“法度师古”，突出“心”“法”之间的关联性，

强调以“心”来统摄“法”的运作，此处对“性灵”说的

声张，实际上同时成为其学古检省意识的某种集聚体现，

也就是以凸显自我本真之情性的呈露，应对见束于古法形

制的拘局。

在解析了屠隆“性灵”说的基本特征之后，有必要对

其内在意涵展开进一步的检讨，以加深对它的认知。正如

有研究者所指出，屠隆标举“性灵”与他浸淫佛学不无关

系 。的确，如割断佛学这一条意义来源，无法恰切而深

入了解他“性灵”说的内蕴所在。屠隆自称“中岁兼学佛

老，晚年壹意奉佛”（《答张观察论佛老书》） ，与佛学结

下难解之缘，特别是他自万历十二年在礼部主事任上遭刑

部主事俞显卿弹劾而被削籍后，益奉佛不已，“一登蒲团之

上，外忘尘世，内遗形骸” 。其晚年所著《鸿苞集》，也

被称为尤“留意释典” 。更需注意的，佛学也成为其“性灵”

说意义汲取的重点资源对象，他在致友人邢侗《与邢子愿》

一书中说：

初祖西来，意不立文字，见性成佛，六祖本来无物，

竟悟禅那，妄识尽捐，灵光孤露，安事万卷千经？后

世聪明士大夫，博综古今，多记教典，谭玄说妙，倒

峡悬河，通不理会真元，识见逾多，性灵逾障。”

“见性成佛”、“灵光孤露”云云，要指作为本然之体佛性的

自我觉悟，乃佛教禅宗将证悟本然之体工夫导向主体心内

的体现。依照佛教的主张，诸佛和芸芸众生皆具佛性。佛

性者，一切众生觉悟之性也。其“以不生灭故，得称为常；

以常故，得称为本” ，被赋予了真实恒常之本体的质性。

“性灵”被上书同时标出，显示它内在蕴意正是在与佛性本

体的意义联结中得以确立。就此，屠隆在比较佛家与仙家

重“性命双修”特点时也说，“佛菩萨止修见性，性灵既彻，

万劫长存，皮囊不用”（《虚静》） ，指示“见性”与“性

灵”之间的意义关联。而于“见性”，他则表示：“喜怒哀

乐，酒色财气，功名富贵，是非人我，诗文交游，入据方寸，

清者浊，明者昏，此心浮游四驰，而无由见性矣。”这是说，“万

缘纷扰，众欲交攻”（《见性》） ，佛性因此障蔽，无由发

见。显明佛性本然自在，真实湛然，一切众生只有除却迷

妄，拂拭尘垢，方能发见本然真实之性。既云“识见逾多，

性灵逾障”，示意须除“障”以呈“性灵”；“障”之不除，“性

灵”难彻。此也如屠隆自谓虽在风尘之中，“随境观心，不

忘觉照，道眼渐明，世谛渐解”，不敢“自障性灵” 。证

明“性灵”自具本然之体面目，同样真实湛然，万劫不坏，

去除障蔽，即还复纯真之本体。或如他所称，“释氏所守者

灵明一窍，灵明而内，何所不真，灵明而外，何所不妄”（《重

修首山乾明寺观音阁记》） ，“心本灵明，障物故暗”，“以

渐去之，还吾本体” 。真在本然心体之中，本体之外无

有其真；还其本体，即还其真。这里的“灵明”，在本体意

义上与“性灵”实属同一概念序列 。“见性”既非向心外

求取，一切本于一己，由心内工夫做起，了悟本然真实之性。

而“性灵”固守其真，视“识见”为真性障蔽，拒之于心外，

彰显的工夫亦立足于己，心内自足的意味同样显而易见。

除对佛性本体意义的直接汲取，另一方面，“性灵”说

也特别受到佛道两家观照方式与处世态度的陶染，此为其

意义来源的又一渠道。这还得先从屠隆本人信奉二氏的意

向和缘由说起。如果将屠隆万历十二年遭弹劾而被削籍事

件作为前后比较的一条时间界线，那么尽管之前他已对佛

道发生兴趣，如在颍上令任上，官事稍暇即“读老、庄之书，

默观天地之化” ，在青浦令任上，与“深于禅学”的袁

福徵、沈明臣、冯梦祯等人游处，“学空于释氏”（《长水塔

院记》） 。然专意于佛道当在他落职以后，如称“挂冠以

来，屏绝世事，日惟杜门守静，调摄身心，研讨古人清净

之学” ，以为“读二氏书，志在清虚恬澹，解缚荡累” 。

对于此次的变故，屠隆自称“以无怒为养性，以不辩为忘言”，

一切“恬然安之” ，俨然无挂于怀，但洒豁之中寓含的因“遭

垢蒙辱”产生的精神挫折感事实上是强烈的，无论是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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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命乖谬”（《答胡从治开府》） ，还是自叹“世味浅薄”

（《与周元孚》） ，折射出的显然是其内心难消的失落和不

平。比较之前对佛道之学的染指，他在此际服膺二氏，寻

求失意排遣和精神归宿的意味更浓。而兼学佛道意向的真

正形成，站在其置身后七子集团这一角度上察之，又与他

特别在和盟主王世贞交往过程中深切感受其后期处世心态

的变化以至归心二氏的意向不无关系。明朝至隆、万之间，

随着政治人物张居正进入权力核心，朝政在按张氏模式进

行“起衰振隳”新变革的同时，由于其强化个人威权，严

控朝野思想言论，一时“政体为肃”（《明史》卷二百十三

《张居正传》），政治专独气氛相应趋浓。以后七子成员特别

是盟主王世贞而言，尽管作为传统文人的文化根性，那种

追求功业的价值取向和现世关怀的担当意识在他们身上从

未消泯，但于世情变换的体验，尤其是此际政治氛围趋于

肃厉带来的压抑感，以及个人偃蹇的遭逢，多少消磨着他

们的锐气，几经世事人生的磨砺与摧击，理想企望多为现

实思虑所消融，亢激性气常被静冷心境所掩盖。就王世贞

来说，自隆、万以来，虽在仕途几度起转，但他入仕之初

那种“肉血躁热，气志衡厉”的进取热情已大为消减，“百

事倦而无复致味”的灰冷之念时萦怀中。究其因，除了仕

宦起落的失意，及嘉靖三十九年（1560）其父王忬因滦河

战事失利被杀的那场“家难”留给他难以愈合的心灵创痛，

尤其是经历“维新之化，千载一时”的明穆宗隆庆新政些

许兴奋之后，更有随张居正执掌权柄，政治情势发展未合

乎其理想期待带来的失望 。自是称愿为“佛道家奴”的他，

朝夕“诵《华严》、《法华》、《楞严》、《金刚》、《黄庭》、《道德》

诸经” ，皈依二氏之业。万历八年，王世贞拜太仓人王

锡爵仲女昙阳子王焘贞为“方外”之师，谓其“出之苦海

迷途而婉导之” ，始沉湎于学道，出于内心冷落和倦厌，

藉遁入道门以求精神救赎的目的更为明显。万历六年，屠

隆在颍上令任上致书王世贞“累数千言”自通，此后他与

世贞谈佛论道的机会显在增多，后者淡却“世味”的心态

变化以及专意二氏，对他多有感染。如屠隆初悉世贞“壹

意修真服食”即驰心焉，以为“真千古大快事”，“心神趯

趯飞扬天地之外也” ，企望得到对方的指点。世贞而后

则以王焘贞教戒，拳拳劝其“一切爱憎烦恼，以外境待之”。

屠隆于是也虔事王焘贞为其弟子，力修道业。万历八年焘

贞羽化，遂为撰传，初成寄王世贞核实求教，世贞则引焘

贞“大道知之不言，言之不文”语诫其姑秘之，待后得焘

贞之意再传之于人 。在焘贞羽化后，世贞栖身置其神龛

的恬澹观中，一意修习，屠隆时去书致意，因对方“习静

调心”，且“闻大有得”，于是多就二氏之业相切磋，以绝

断“名障欲根”相求教，世贞则以“悟则为真，迷则为幻”

诲戒之 。

总之，屠隆真正皈心佛道，不仅与他“遭垢蒙辱”的

仕宦变故有关，也深受尤其是后七子集团盟主王世贞后期

处世心态变化及专注二氏态度的影响，其正是企求通过佛

道所向的一种自足和静定的心性修持，获取内心排遣和精

神接引，觅索一片自我立命之地。如此，佛道观空悟真、

致虚守静的观照方式和处世态度，自然也迎合了他那样的

一种精神企望，如他曰，“夫释氏了义观空，犹有三十二分，

老氏致虚守静，尚垂五千文，彼为性命设也，非为文字设

也”，“即四大幻形，亦名假合，倏聚倏散，泡影空花，亦

非真我”，因此“古之至人达士，往往轻一切幻泡，而重吾

真我”。一切既皆空幻，犹如泡影空花，倏忽聚散，自当淡

却世缘，虚静相待，无所执着，唯在悟得“真我”，返归“虚

无自然本来面目” 。也一如他所体会到的，修习之要在

于“淘洗渐顿，不染尘垢，不着色相，以境验真，以事炼心”

（《与王元美先生》） 。这里，佛道之自足与静定的心性修

持，与解除尘俗世纷以忘情遣累的精神着落连在一起。由此，

“性灵”说也同时被寄寓了一层静心寡欲、落却形累的清虚

淡适的内蕴。屠隆认为，体现“性灵”的“方寸灵明之地”

之“障蔽而不彻”，乃由“欲心一萌”以至”精气泄耗”所致，

“夫欲者，岂特饮食男女哉，凡人情感于外而动于中，一有

所贪恋，一有所住着，即细微丝发，皆欲也”。所以，“性灵”

或“方寸灵明之地”去障而彻，须从“寡欲”（《养神》）

做起，以养神蓄精，意味着一切世俗欲念均被屏除在“性灵”

之外，以进至“一念不起，一物不著”那样一种“澄心定虑”

（《观空》） 的精神境域。他在序族人屠大山诗集时，又评

其诗曰：

家司马天才豪逸，凌轹当代。……及秉钺于楚，

奉诏修玄岳，谒玉虚师，相探金箱宝笈，下而遇异人

青羊桥上，恍焉有悟。则又冥心至道，栖神清虚，不欲

以鞶帨之文自取销精耗气也。故其为诗贵跌宕而黜纤

细，尚雄浑而薄雕镂，务兴趣而略声律。……公晚年

摆落世务，不以一物经心，时拈枯棋，时衔浊醪，罢

则终日危坐，兴至矢口偶成一诗，取适而已，了不求工，

而天机流畅，顾有非呕心枯形者所能到。呕心枯形者，

务以死求其惊人，而索之味短。公了不求工，矢口取适，

而往往神来则存乎养也。（《屠司马诗集序》）

如此“矢口取适”，显然是被屠隆作为“诗取适性灵而止”

的典范来看待的，如果说“天机流畅”、“了不求工”云云，

突出其兴之所至而自我本真之情性的自然流露，故与“呕

心枯形者”迥然有异，那么所谓“矢口取适”，则又被认为

正是作者“冥心至道，栖神清虚”的修持所得，“性灵”所

发抒，自然已是淡却世缘的“不以一物经心”之后的一己

清净之心与虚淡之性，呈现一种所谓“外忘尘世，内遗形骸”

的精神至上之境，也犹如隆在《适志》诗中所称淘尽尘念

的那种“人世隔绝，神冥大虚” 的境地，蕴涵其中安适

淡然的退守意识，令人不难发见。

结　语

作为后七子集团一名重要的新生代成员，屠隆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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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盖明代中叶文坛的七子一派复古阵营关联密切。展开对

他诗学观念的考察，不仅在于解析其诗论的具体特征和内

蕴，也是旨在透过这一个案的分析，从一侧面揭櫫复古派

后期诗学观念发展演化的趋向。综观屠氏论诗，从一个方

面显示复古派尤自隆、万以来诗学观念承传与变迁互相交

织的演化态势，或曰反映了该诗文流派在它后续阶段发展

之一脉。这也就是，既体现了对诗以抒情为本和以蕴藉传

达为尚的基本特性及审美性质的执守，坚持重古典文本法

度体认的学古基本策略，在这些关乎诗歌本质和习学途径

问题上，恪守诸子的相关原则，成为接应他们诗学立场的

一个显著表征；又注重主体心内的自我体悟，消释为诸子

所强调的“体”“法”关系的紧密性，突出“心”“法”之

间的关联性，多少当归之于其对自身文学阵营学古实践以

及相关效应的反思而激发的一种警戒与拨正意识。而屠隆

对于“性灵”说的声张，成为了从理论层面上循守诗歌基

本特性与审美性质的强化剂，也是其学古检省意识的某种

集聚呈现，即以主张自我本真之情性的呈露，应对一味拘

于古法形制所造成的偏失。同时也应看到，“性灵”说在凸

显创作者的主体性、强调表现自我本真之情性之际，其关

注点也移转至陶尽尘世欲念的清虚淡适之境，恬然退守的

心向显而易见，这一些，除了涉及屠隆中岁习学佛道以及

其间遭谗落职而心境由此发生某种逆转的切身经验，也与

深受王世贞后期处世心态变化以至专注二氏之业态度的感

染有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其冷落世俗心境在诗学层面

上的一种折射，这不能不说增添了它意涵指向上的复杂性。

《由拳集》卷二十三，明万历刻本。

《由拳集》卷十二。

葛兆光《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

第 201 页、207 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周寅宾点校《李东阳集》第三卷，第 58 页，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李东阳集》第二卷，第 115 页、第 534—535 页。

《大复集》卷三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

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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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8 页、745 页、803 页、762 页，齐鲁书社 2000 年版。

《艺苑巵言四》，《�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七，明

万历刻本。

《栖真馆集》卷十，明万历刻本。

《再与何氏书》，《空同先生集》卷六十一。

《与李空同论诗书》，《大复集》卷三十二。

《徐迪功集序》，《空同先生集》卷五十一。

《刘梅国诗集序》，《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二，明嘉靖刻

清顺治修补本。

《谈艺录》，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册，第 769 页，

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艺苑巵言七》，《�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五十。

《沧溟先生集》卷十五，明隆庆刻本。

陈国球《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第 112—113 页，北

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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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禹�征君墓表》，《栖真馆集》卷二十九。

《汪禹�诗集序》，《�州山人续稿》卷四十三，明刻本。

《白榆集》卷二，明万历刻本。

《论诗文》，《鸿苞集》卷十七，明刻本。

《白榆集》卷三。

《古今诗删序》，《�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十七。

《由拳集》卷十七。

《白榆集》卷一。

《沈嘉则先生传》，《由拳集》卷十九。

 如王世贞谓“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艺苑巵言

一》，《�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四），置“才”于引

发与衍生“思”、“调”、“格”的统摄性之位，赋予其显

重之义。又其《陈于韶先生卧雪楼摘稿序》论作诗之难，

归结为诸端“兼之者难”，“其所以难，盖难才也”（《�

州山人续稿》卷四十四），说明“才”在诗歌诸审美要素

“兼”而备之的艺术经营中的作用是独特而至要的。又如

吴国伦序豫章朱贞吉《远游编》，品评集中所录诸诗，谓

其“体益备，思益沉，才情益鬯”（《甔甀洞续稿》文部

卷四，明万历刻本）。其《裒拙稿序》评他人诗作也许以

“类多本性术以自畅其才情”（《甔甀洞稿》卷四十二，明

万历刻本）。宗臣曾论评李攀龙见赠之篇，谓“神才奇秀，

意兴慷慨，天地间安得此语”（《报于鳞》，《宗子相集》

卷十四，明万历刻本），重其才性之意同样显而易见。

如吴国伦评王世懋关洛纪游诸诗，谓“毕竟善悟，不可

量也”（《与宗良王孙书》，《甔甀洞稿》卷五十二），称赏

其善于由悟而得。谢榛表示作为学诗之“梯航”，应“悟

以见心，勤以尽力”（《诗家直说》，《谢榛全集》，第 771 页）。

又认为诗与文一样，“非养无以发其真，非悟无以入其妙”

（《诗家直说》，《谢榛全集》，第 707 页）。而王世贞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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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凝神而并归。合而离，离而合，有悟存焉。”（《艺苑巵

言一》，《�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四）均显他们重“悟”

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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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广野给谏》，《白榆集》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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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傅伯俊》，《白榆集》卷八。

除了“灵明”，屠隆还有“虚灵”、“真性”、“真我”等说，

皆具有本体的涵义，与“性灵”概念相近。如《人解》：

“所谓虚灵，乃本然之体，不以私欲窒其府，不以私欲昏

其鉴，则本然之虚灵在我矣。”（《鸿苞集》卷二十七）《长

水塔院记》：“浪喜浪戚，往来于胸，是发于浮想，非真

性也。是为物所转，非转物也。……无乐无戚，外境常

移，真性常湛，而心地常乐。”（《白榆集》卷五）《真我》：

“吾有真我，一点灵光是也。假我有坏，真我不坏。……

超世历劫，真我长存。”（《鸿苞集》卷三十五）

《与冯开之》，《由拳集》卷十四。

《与刘观察先生》，《栖真馆集》卷十四。

《与颜应雷侍御》，《栖真馆集》卷十八。

《白榆集》卷六。

如王世贞评述张居正之为政，“居正申、商之馀习也，尚

能以法制持天下”，然而“器满而骄，群小激之，虎负不

可下，鱼烂不复顾”，且曰“善乎夫子之言，虽有周公之

才之美，使骄且吝，其馀不足观也已”（《嘉靖以来首辅

传》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以为居正虽怀治理天下之才，但骄恣专断的政风不足为

观。万历三年，世贞方在郧阳巡抚任上，假时郧阳、襄

阳二府属及河南南阳府属等处发生地震之机，上《地震疏》

奏言“内而养志，以坤道宁静为教；外而饬备，以阴谋

险伏为虞”（《�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七），更被看作是“用

以讽居正”（《明史》卷二百八十七《王世贞传》，中华书

局 1984 年版）的举动。

《喻邦相》，《�州山人续稿》卷二百一。

《昙阳大师传》，《�州山人续稿》卷七十八。

《屠长卿》，《�州山人续稿》卷二百。

屠隆《与王元美先生》：“先生习静调心，闻大有得，每

自观中来者，无不心醉。仆……朝夕不忘提醒此心，而

名障欲根苦不肯断，世上万缘，独此二物为难除。……

神秀云时拂尘埃，六祖云本来无物。菩提正觉，必归六祖，

然神秀之旨，何可废也。恐当以神秀为筏，六祖为岸矣；

必以筏然后及岸，必及岸然后舍筏。不拂尘埃而直求无

物，有是理乎？”（《白榆集》卷七）王世贞复信教之云：

“妙明真心与妄心本无有二，悟则为真，迷则为幻。知色

即是空，则知空即是色，所以水沍为冰，冰融为水。若

别求照心以破幻心，则又误也，足下试一体察，自朝至暮，

刹那之际，何往而非声色香味触法感乎？但听其自来自

去，不于此而生住心可耳。足下谓不当以六祖偈而废秀

法师，此是实语不诳语，秀法师但不合得衣钵耳。……

且秀法师以识字失之，六祖以不识字得之，吾侪所坐病，

不可不猛省也。”（《屠长卿》，《�州山人续稿》卷二百。）

《与陈玉叔方伯》，《白榆集》卷十三。

《白榆集》卷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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